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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江西在中国佛教传播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通过梳理近年来江西发现的三国两

晋时期的佛教文物，结合文献对佛教在江西的早期传播路线和过程等进行探讨，可以判断佛教从南

方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江西的可能性较大。江西发现的三国两晋时期佛教文物表现形式的变化，反映

了江西社会风气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洪州窑的产品中得到了很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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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一直是佛教南宗的中心，净土宗、禅宗等佛教主

要流派、“百丈清规”等佛教戒律都是在江西产生

或发展与传播开来的，慧远、行思等众多高僧都

曾在江西修行传法。关于佛教传入江西的时间，

文献记载是在东汉末年，以西域胡僧安世高在南

昌北郊建立东寺为肇始［1］。但早期文献记载较为

简略，且充满玄幻色彩，内容无法考证。近几十

年，在考古发掘中，江西出土了为数不少的与佛

教早期传播有关的文物，时代都在三国两晋时

期。本文拟对这些文物作梳理，并结合相关研究，

对佛教在江西的早期传播的某些现象进行简单

探讨。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还请学者

指正。

一、江西发现的三国两晋时期佛教文物

1.江西发现的三国时期佛教有关文物

1972年 11月，在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县马头地

区发现砖室墓一座，墓葬出土百余件器物［2］。其中

有一件青瓷堆塑谷仓罐，罐身颈部为堆塑的两层

阁楼，楼门左侧有一人，高鼻、光头，双目直视，曲

腿而坐，双手搁于膝上（图一）。这个光头高鼻的

坐像应该是胡僧的形象。在所谓谷仓罐上贴塑或

堆塑佛像是三国到两晋间吴地的常见现象，如浙

江的武义、绍兴、上虞，江苏的南京、金坛等地都

出土过类似的青瓷佛饰堆塑罐［3］。此墓中还出土

了两面铜镜，其中有一面铜镜直径 20厘米，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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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青瓷堆塑谷仓罐上的坐像

（图片来源：江西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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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背面的图案，发掘者认为内区是草叶纹，外

区连弧纹内是狩猎纹（图二∶1）。但如果仔细观察

这面铜镜，可知这是一面学界通常所认为的佛像

夔凤镜［4］。这面铜镜钮座周边是四叶柿蒂纹，镜的

主纹是四组相对的双凤，镜的缘部是一周连弧纹

带，连弧纹内有各种飞禽走兽，包括三足乌、玉

兔、玄武、蟾蜍、猪等，其中有几个图案应该是摩

羯、白象和飞天。白象和飞天都是佛教的形象，摩

羯代表的黄道十二宫图形产生自古希腊，在公元

前后传入印度，后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5］。发

掘者认为这个墓的时代是西晋前期，但对比墓葬

形制和出土器物，墓葬时代应该是三国东吴

晚期［6］。

1985年在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虎山发掘了

两座西晋墓和一座南朝墓，其中一座西晋墓出土

一面佛像夔凤镜［7］（图二∶2）。该镜直径 13.8厘米，

宽素缘，扁圆钮，钮座外是四叶柿蒂纹，叶心饰神

兽图案；四叶间是四组对凤，凤嘴衔一串果实，每

对凤首之间有“大吉”等铭文。镜边缘是一圈十六

个连弧纹，其中一个连弧纹内的纹饰有一个人

像，头上有圆形项光，身躯横斜，两脚分开，双袖

飘拂，作飞舞状，应该是佛教的飞天像。其左方圆

弧内的图像与之相似，可能也是飞天。这座墓的

墓砖上有西晋“太康九年”（288年）铭文，但王仲

殊先生认为镜的制作年代要比墓的建造年代早，

可到东吴中后期［8］。

2.江西发现两晋时期佛教文物

1982年在宜春市黄栀山西晋墓出土一面画

纹带沿佛像夔凤镜［9］（图二∶3）。该镜直径 16.5厘
米，主纹是镜钮四周的四叶柿蒂纹和其间的四组

对凤纹。主纹外有一圈十六个连弧纹，连弧纹内

为朱雀、玄武等神兽。在连弧纹外镜缘位置还有

一圈画纹带，共有十七个图案形象，其中一个图

案为一尊飞天像，有项光，双臂弯曲上举，肩披帔

帛，两腿分开，呈飞舞状。此飞天图案形象比靖安

出土佛像夔凤镜中的飞天更修长、倾斜。

1983年，江西省吉安市

新干县博物馆采集了一面

佛像夔凤镜［10］，直径也是

16.5厘米。经仔细比对，此镜

和宜春黄栀山晋墓出土的

佛像夔凤镜大小、图案完全

一样，属于“同范镜”。

1981年在新干县塔下

村发掘一座西晋墓，也出土

一面画纹带沿夔凤镜［11］（图

二∶4）。此镜直径 20.5厘米，

纹饰布局与宜春黄栀山出

土及新干采集铜镜类似。四

叶柿蒂纹内以蟾蜍为主纹，

十六个连弧纹内可见三足

乌、白虎等纹饰，似乎有一

个“飞天”；在最外圈的画纹

带以 S形条带隔成二十四

曲，每曲一种图案，有玄武、

朱雀、青龙、玉兔等，有一个

似乎也是“飞天”。

宜春和新干所出三面

佛像夔凤镜，相较于瑞昌马

头和靖安虎山所出铜镜，时

代略晚，纹饰也更复杂，镜

外缘多了一圈画纹带。

2022年在瑞昌市白杨

图二// 佛像夔凤镜纹饰

1.瑞昌马头出土佛像夔凤镜纹饰（图片来源：[2]，第32页，图六）

2.靖安雷公尖出土佛像夔凤镜纹饰（图片来源：[7]，第541页，图六）

3.宜春黄栀山出土佛像夔凤镜纹饰（图片来源：[9]，第24页，图二︰1）
4.新干塔下西晋墓出土夔凤镜纹饰（图片来源：[11]，第1124页，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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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发掘一座西晋永熙元年（290年）墓葬，墓葬中

出土一枚半圆方格铭文镜（M1︰4），镜中左右对置

两个结跏趺坐的神像［12］。此镜风格很像所谓“对

置式佛兽镜”［13］。

1997年在南昌火车站地下停车场施工时，发

掘了六座古墓葬，为西晋晚期到东晋的雷氏家族

墓［14］。其中M6出土器物中有一面铜镜和四枚金

戒指。铜镜为一面佛像夔凤镜。钮座外是变形四

叶纹，叶内是四神图案，四叶之间是四组对凤图

案，主纹之外是十六个连弧纹，连弧纹内的纹饰

有朱雀、三足乌、玉兔、羽人、蟾蜍、象等。其中有

一个纹饰图案为一人，有项光，双手上举，两腿分

开，身体倾斜，是飞天形象。同墓还出土四枚金戒

指（图三），戒面向上伸出形成山形，戒环处压印

有曲线纹，曲线纹四周刻出细小放射状纹饰，形

成莲花座，莲花座上有佛像，佛像四周刻有放射

状纹饰，形成“背光”。两枚戒指的佛像头、身、手

臂和腿较为清楚，佛像结跏趺坐，双手交叠；另两

枚戒指的佛像为半身坐佛，但手部动作不清晰。

据发掘简报，此墓除了铜镜、铜镊子、金银饰品和

料珠外，没有其他随葬品，墓主极有可能是一位

佛教徒。南昌火车站M6出土的佛像夔凤镜较前

述的宜春、新干等地的佛像夔凤镜简化，外缘的

画纹带消失，仅留下较宽的素面缘。

在 1996年发掘的南昌绳金塔晋墓［15］也出土

了一枚佛像金戒指，与南昌火车站晋墓出土金戒

指风格相近。在同地发掘的西晋墓M1中出土过

一面铜镜，由于锈蚀破损严重，纹饰不是很清晰，

但从布局判断其是佛像夔凤镜。

1974年在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发掘晋墓

一座［16］，该墓出土两面铜镜，其中一面是佛像夔

凤镜（M1︰40）。这面佛像夔凤镜的主纹是四个单

凤。在镜钮周边的四叶柿蒂纹中，相对的两叶柿

蒂纹内各有一走兽。另两叶相对的柿蒂纹内有一

佛像，有项光，坐于莲花座上（图四）。此镜王仲殊

称为“变形佛像夔凤镜”，时代定为东晋中期，与

墓葬时代一致［17］。

1987年，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博物馆在荣塘

乡采集了一件青瓷博山炉（图五），由托盘、炉身、

炉盖组成，高 34.3厘米。炉身固定在托盘上，下半

部为圆形束腰支筒，支筒外捏塑三个身背长鼓的

舞人，头戴尖帽，身着长衫；炉身为钵状；炉盖由

23个片状山峰环绕而成，山峰似莲瓣，合在一起

形似莲花。其中 15个山峰顶端分别站立展翅欲飞

的鸟，飞鸟神态各异。炉盖与炉身相扣处留有一

梯形缺口，作为炉门，炉门口两侧各有一人，右侧

人似乎为一佛坐在莲花座上；炉门上端堆塑一朵

团花，花朵上部有飞鸟一只。顶部有一四方顶的

小亭，有飞鸟站立，小亭门户相通，前门外两侧各

立一人，后门口一人手持双铙，亭内一人粘贴于

内壁，此人双手合掌，作礼拜状。这件香炉堆塑的

方式具有谷仓堆塑罐的遗风，胎较为疏松，釉为

青黄色，具有洪州窑特点。南京花神大道东晋墓

及宁丹路东晋墓出土过类似器物［18］，因此此件青

图三// 南昌火车站M6出土佛像金戒指 （图片来源：南昌市博物馆）

图四// 南昌晋墓出土变形佛像夔凤镜

（图片来源：[16]，图版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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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博山炉时代应该是东晋。

博山炉是汉晋时期流行的器物，但博山形态

一般都是蓬莱、方丈等道教神山，而这件博山炉

片状山峰组成莲花状山，山上小亭内合掌礼拜的

人物与亭外侍立两人应该是一佛（菩萨）二侍的

形象，呈现的是灵鹫山的样子。结合炉门上的团

花（宝相花）和飞鸟，表现的应该是佛祖说法的场

景。类似的器物在江西永丰也有出土［19］，但装饰

明显简化，只保留片状莲花山形象，时代要晚于

丰城的，为南朝器物。在福建福州金鸡山、政和松

源、新口等地南朝墓也发现很多莲花状香炉［20］，

都是洪州窑的产品，而其他地方类似的器物较为

少见。江西福建地区在两晋南朝时是江州辖区，

也是洪州窑的主要销售地。

除了这些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器物外，江西各

地博物馆还收藏了这一时期与佛教有关的文物。

如江西省博物馆收藏有两面晋代变形佛像夔凤

镜，其中一面铜镜四叶纹中一叶内有一个飞天形

象，外圈连弧纹内有一带背光的坐佛［21］；另一面

变形佛像夔凤镜外圈的连弧纹中有一个飞天形

象［22］。南昌市博物馆收藏的西晋对置式神兽镜除

了有东王公与西王母并列在一起，对置而坐的神

像均坐于龙虎座莲台上，显然是佛像［23］。还有江

西省博物馆收藏的东晋莲瓣纹鸡首壶［24］和南昌

市博物馆收藏的莲花山状香炉（图六）等，可见江

西地区三国两晋时期有关佛教的文物有一定

数量。

1982年在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发掘了一处

砖石结构遗迹［25］，出土了包括青铜棺椁、琉璃瓶、

青铜熏炉和两个青铜盖盒等六件器物。发掘者把

遗迹判断为汉墓，把出土文物也当作汉代佛教文

物。但出土的青铜棺椁和琉璃瓶实际是唐代常见

的舍利容器［26］，青铜盖盒是隋唐时期流行的塔式

罐样式［27］。这一砖室遗迹长 2、宽 1.5、高 2米，应该

是某个被毁弃的唐代舍利塔的地宫，遗迹中间青

铜棺椁周边的砖构结构是放置舍利函的灵帐。这

些文物出土地附近有永新著名古刹松林寺，也许

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这一批佛教文物虽然时代

是唐代，并没有早到汉代，但仍是十分重要的佛

教文物。

二、江西出土三国两晋佛教文物地点与佛教

在江西传播的路线关系

目前在南方地区发现的佛教形象要早于中

原地区，以四川为最早，且进入三国时期后，发现

的佛教形象多在孙吴统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

以有学者认为佛教形象首先流行于南方长江流

域，由佛教南传之路传入，总结起来其途径大致

是：一是从印度阿萨姆等地翻越青藏高原或通过

图五// 青瓷博山炉（图片来源：丰城市博物馆）

图六// 南昌市博物馆藏东晋香炉（图片来源：南昌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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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道再进入四川，然后沿长江东传；二是通过

海上丝绸之路，从天竺经扶南到交趾（今越南北

部）再从广州、合浦、徐闻一带登陆，往长江流域

传播［28］。至于江西的早期佛教是由其中哪一条线

路传入，要具体分析。

目前发现江西最早的佛教文物是瑞昌马头

东吴墓的佛像夔凤镜和堆塑谷仓罐，都可以在江

西周边省份找到同时代类似的器物。佛像夔凤镜

主要出土于湖北鄂州、浙江的东北部以及江西地

区，湖南和江苏也有少量发现，王仲殊先生认为

这一类铜镜的产地是湖北鄂州［29］。而堆塑谷仓罐

多见于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被认为是越窑系的

产品。瑞昌在长江南岸，距六朝时江州治所不远，

江州掌控上游的荆州和下游的扬州，所以在瑞昌

东吴墓内同时见到鄂州产的佛像夔凤镜和越窑

的堆塑谷仓罐并不奇怪。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推

测最早的佛教器物是顺着长江进入江西境内的。

不过，此佛像堆塑罐在江西是孤例，墓主身份似

乎也特殊［30］，墓中陶瓷器的长江下游特征是墓主

身份的表现。除了这件佛像堆塑罐，其他的江西

早期佛教器物都是佛像夔凤镜，因此，江西早期

佛教文物更多是来自长江中上游。

但我们也要看到，江西发现的佛像夔凤镜的

地点主要是南昌及其以南的赣江流域的新干（属

庐陵郡）、宜春等地。据《高僧传》，东汉灵帝末年

（188年），原在洛阳译经的西域胡僧安青（安世

高）避乱南下，经浔阳（今江西九江）、庐山而到豫

章（今江西南昌），在豫章北郊建东寺，又叫大安

寺［31］。如若记载属实，东寺是江西佛教传入之始，

也是江南地区第一个佛教寺庙。但目前江西并未

发现早于东吴的佛教文物和遗址。也有学者认

为，江南佛教始于东吴赤乌年间［32］。据《高僧传·

康僧会传》：“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

父因商贾移于交趾。”［33］康僧会于东吴赤乌十年

（247年）来到建业（今江苏南京），结茅设佛像，进

行译经传教。目前，不管江西还是江南其他地点

发现的佛教文物，确实是没有早于赤乌十年

的［34］。而在此之后，佛像堆塑罐及佛像夔凤镜大

量出现，应该是与康僧会的传教活动有密切关

系。而且有一个细节，康僧会早年居住在交趾（今

越南北部一带），他要到建业，路线应该是从广州

或合浦一带顺珠江再转赣江北上路线最近，也最

安全。而新干（庐陵）、宜春、南昌（豫章）都在这一

线路附近。北上的僧侣在路途上发现合适的地

点，就停下脚步建立寺庙，传法说道，附近的官民

慢慢接受这一信仰，并在生活中使用含有佛教因

素的产品，这都是符合逻辑的。据《江西佛教史》

和刘丽芳统计，孙吴到西晋间，江西建有佛教寺

庙大约二十座，豫章郡的南昌及其附近的安义、

奉新、靖安有十座，庐陵郡各地有八座，江西南部

的南康郡有两座［35］。这两位学者的统计主要根据

《高僧传》《世说新语》《水经注》和江西各地方志

的记载，虽然不一定准确，但也可以反映部分史

实。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寺庙与佛像夔凤镜出土

地点的分布十分吻合。

从江西发现的佛教文物的出土地点分析，最

早的佛教文物虽然来自长江流域，但佛教信仰更

可能还是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

三、江西发现的三国两晋佛教文物所反映的

社会生活的变化

从已收集的资料看，江西早期佛教文物有瓷

器、铜器、金器等质地，在孙吴晚期开始出现，最

早佛像只是作为附属装饰出现在堆塑罐和铜镜

上，后来逐渐出现独立形象，这与佛教在江西的

发展过程是相符的。

江西早期的佛教器物上的佛教因素还并不

十分浓厚，只是作为器物的部分装饰出现，而且

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作为主要纹饰，而是与东王

公、西王母、四神等共存一体。佛教图像作为一种

宗教信仰的代表性质还不明显。佛教虽已逐渐流

行，但还没有进一步发展，佛教教义和各种仪礼

制度还没有正规化、程式化［36］，佛像只是作为一

种祥瑞图案，与神仙、瑞兽等形象混用于铜镜纹

饰中，反映的是以神仙道教为主流信仰的社会对

新传入的佛教所持有的包容态度和最初的认

识［37］。佛教在早期的传播也不得不依附于当时的

儒道等学说，以求得生存。我们在这些早期佛教

器物上看到的佛教形象多为胡人，在文献上看到

传法译经的也多为胡僧，说明佛教的信仰虽然已

经存在，但真正投入其中舍身出家的本地人恐怕

还是少数。

由于两晋间社会的动荡，佛教的教义纾解了

人们的困苦，佛教开始迎来大发展。随着佛教在

社会上的盛行，不但在民间，上层统治阶级出于

各种目的，开始对佛教进行提倡和维护。佛教的

仪礼渐趋正规，佛像也越来越庄重，这就使得以

佛像为日常用品纹饰的风习衰退。在这期间，江

西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推动了佛教在江西的

繁荣。一是西晋元康元年（291年），有大臣认为

荆、扬二州疆土广远，难以统理，于是晋惠帝从扬

125



江西发现的三国两晋时期佛教文物及相关问题探讨

州分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

州分武昌、桂阳、安城，合十郡置江州［38］。东晋之

后，江州成为牵制上游的荆州和下游的扬州的重

要力量，朝廷以重臣居之。由此，江州成为与荆

州、扬州并重的区域，经济发展，人口剧增。而且

由于江州特殊的地理位置，方便与建康、荆州交

往，又没有两地那么多政治纷争，于是很多高僧

到江西开坛传法，如康僧渊、康法畅和支愍度等

人从建康到豫章立寺［39］，竺昙、佛陀耶舍以及悉

咀多等在靖安、庐山、浔阳等地立寺［40］，极大地促

进了佛教在江西的传播。二是慧远到庐山传法。

据《高僧传》记载慧远于东晋孝武帝太和六年

（381年），从荆州迁居庐山［41］。在这之后近四十年

间，慧远在庐山附近大建佛寺，同时翻译佛经，创

立净土宗，推进佛教的传播。恒玄、刘裕、何无忌、

卢循等权贵都曾希望借助慧远的影响，达官贵人

纷纷拜在其门下，慧远居东晋佛教领袖地位，江

西也成为此时南方佛教中心。在此影响下，江西

佛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出家或在家修行成为居士

的人不计其数。如江西土著豪族雷次宗拜慧远为

师，成为居士，儒释双修，甚至成为佛门丧仪领域

的专家［42］。

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原本只是在器物上

偏居一隅的佛祖、菩萨或者飞天也开始有了自己

的独立形象。自东晋中期开始，铜镜或堆塑瓶上

的佛像逐渐消失不见，而独立的佛像或佛教专用

器物开始出现。南昌火车站东晋墓M6出土的佛

像金戒指和佛像夔凤镜并处是这一趋势的开始；

1974年南昌东晋中期墓出土的佛像夔凤镜比起

西晋的同类镜，纹饰组合大为简化，佛像也十分

简略。

雷氏家族是六朝时豫章著姓［43］，以信奉道教

闻名，如西晋时丰城令雷焕“妙达纬象”，善于望

气［44］；南昌火车站发现东晋永和八年（352年）的

雷陔墓，从出土木方的内容可知墓主雷陔也是一

名道教信徒［45］；而距其仅几米远的同时期另一名

家族成员（M6）却是一名佛教徒；晋末宋初的雷次

宗则更是精通佛教教义的慧远高徒。两晋雷氏名

人的精神信仰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思潮提供

了很好的范本。

关于丰城发现的莲花山样香炉，虽然没有可

供参考年代的其他器物，但从胎釉及其发展过程

等来看，推测其为东晋时期的洪州窑产品基本可

信。这件熏炉表现的几乎都是佛教因素，与同时

期的香炉明显不同［46］，应为东晋时期开始出现的

专门为佛教活动烧制的供器。到两晋之后，莲花

山样香炉上的佛像、房屋全部消失不见，简化为

单纯的莲花来表明其用途。

这件洪州窑生产的东晋莲花山样熏炉还反

映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随着佛教在江西逐步

盛行，洪州窑在南方地区崛起。从东汉到西晋，洪

州窑生产的产品以日常生活器具和随葬明器为

主，与越窑、瓯窑等相比，器型不够丰富，制作工

艺也比较粗糙，如胎体疏松、胎釉结合差等。但从

东晋到南朝，洪州窑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器型更

丰富、规整，制作相对精良，并且出现了一部分其

他瓷窑没有的器型，如高足盘、净瓶、五盅盘、莲

花山样熏炉等［47］。据对丰城龙凤乌龟山洪州窑址

的发掘［48］，在西晋到东晋早期，已出现刻划莲瓣

纹的碗；而到了东晋中晚期，洪州窑开始大量生

产刻划莲瓣纹的碗、盘、杯，刻划菊瓣纹的杯和剔

刻莲瓣纹的碗等产品。陶瓷器是最常用的生活器

具，最能体现社会风气的变化。带有莲瓣纹、菊花

纹等佛教因素的产品的出现和流行，洪州窑要明

显早于其他窑址。这体现了洪州窑生产者对社会

风气变化的敏锐，也从侧面反映了两晋时期江西

社会意识的微妙转变，当时佛教在江西地区已有

广泛的传播。契合社会风气的洪州窑产品的流

行，吸引了外地高水平窑工的加入，产品的质和

量大大提升，甚至使得洪州窑的瓷器进入都城建

康的高门大户宅中［49］。

四、结语

本文对江西发现的三国两晋时期和佛教有

关的文物作了简单的梳理，并结合这些器物对佛

教在江西传播发展早期的一些现象展开讨论。虽

然江西发现的最早的佛教文物是从长江流域输

入的，但佛教传入江西更可能是由南往北从海上

丝绸之路开始的。江西早期的与佛教有关的器物

大部分来自江西以外，如上游鄂州地区的铜镜和

下游越窑的堆塑罐，随着佛教信仰在江西的传

播，与之有关的器物也变成了本地生产的佛教瓷

器供器。

佛教在江西乃至中国南方地区的早期传播

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还需深入的研究。除了

本文列举的这些器物，在江西各级博物馆里应该

还收藏相关文物；在东汉到两晋墓葬的墓砖

上［50］，深山大川的摩崖石刻中，也可能隐藏了相

关线索。同时，对于已发现的器物，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对其原料成分、制作工

艺等进行分析，明确产地。只有在对考古资料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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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Buddhist Relics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and Jin Periods
Discovered in Jiangxi
WANG Yi-le1 WANG Jing2

(1. Jiang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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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angxi hold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examining the Buddhist relics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and Jin periods discovered in Jiangxi
in recent years, and reviewing rela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routes and processes of Buddhism in Jiangxi. It is concluded that Buddhism is likely to have entered Jiangxi
through the Southern Maritime Silk Road. The changes in the forms of Buddhist relics discovered in Jiangxi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and Jin reflect the societal changes of Jiangxi,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prod⁃
ucts of Hongzhou Ki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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